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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状”“关白”制度是唐代御史监察体制中特有的制度。 “进状”指的是御史在弹劾官员前先将奏本
呈送中书门下听候其审批，若中书门下批示同意则可以上奏弹劾，否则就不能弹劾。 “关白”指的是御史在弹劾
官员前先将欲弹劾的官员及具体情形向御史大夫及御史中丞汇报，待其许可后再行弹劾。 “进状”“关白”原本并
不存在，其制度化原因复杂多样，皆与唐王朝政局变动息息相关。 深入分析“进状”“关白”的制度流变及历史动
因，对全面认识唐代御史弹劾权的演化与唐代政治的兴衰，乃至对当代国家监察体制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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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权是御史的基本职权。 研究唐代御史弹劾问题，“进状”“关白”制度是无法绕开的话题，不仅因为
“进状”“关白”制度是唐代监察制度中独具特色的制度设计，更为重要的是“进状”“关白”制度对唐王朝的
政治格局影响深远，深入分析“进状”“关白”的制度流变及历史动因，对全面认识唐代御史弹劾权的演化
与唐代政治的兴衰，乃至对当代国家监察体制的完善都具有见微知著的意义。
学界对“进状”“关白”制度的研究肇始于日本学者八重津洋平，其对唐代御史台的构成、御史的各项
职权及其与官僚机构等问题进行了法制史意义的论述，尤其是针对御史弹劾程序，八重津洋平考证出唐
代御史弹劾之“进状”制度发端于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关白”制度成形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年）①。 因八重津洋平引证的史料仅局限于《通典》《唐六典》、两唐书职官志等官修史书，故对唐代御史
弹劾制度的具体实施状况缺乏深入分析。 后胡宝华撰写了《唐代监察制度研究》②，以及霍志军所撰写的
《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③与《唐代的“进状”“关白”与唐代弹劾规范——兼与胡宝华先生商榷》④，均对“进
状”“关白”制度的产生原因、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情况进行梳理，并论述了“进状”制度源于崔琬弹劾宰
相宗楚客事件、“关白”制度源于对武则天时期酷吏政治的反思，以及皇帝、宰相、御史大夫、宦官对御史台
的控制对“进状”“关白”制度演变的影响，但已有的研究对影响“进状”“关白”制度发展的各种因素与这些
因素背后折射出的唐代政局演化的特征未加详述申论。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唐代御
史“进状”“关白”制度的相关问题，明确其概念与历史沿革，并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原因，藉此一窥唐代政局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
唐代御史“进状”“关白”制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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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期林晓炜： 唐代御史 “进状” “关白” 制度之研究
一、“进状”“关白”概念之考辨
“进状”和“关白”这两个高度同质化的弹劾程序原本并不存在。 《通典·职官六》记载：“御史作为‘人君
耳目’可以径行弹劾，不需要‘关白’。 ”[1](P675)但到唐中宗和唐玄宗时期却相继出现，使唐代的弹劾制度发生
了极大变化。 “进状”指的是御史在弹劾官员前先将奏本呈送中书门下听候其审批，若中书门下批示同意
则可以上奏弹劾，否则就不能弹劾。 “关白”指的是御史在弹劾官员前先将欲弹劾的官员及具体情形向御
史大夫及御史中丞汇报，待其许可后再行弹劾。日本学者八重津洋平最早关注到这两项制度。胡宝华先生
在此基础上指出：“‘进状’起源于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关白’则产生于开元后期，这是因为当时宰相权
力的扩张导致皇权失势，最终引发了‘关白’制度”[2](P69-74)。
需注意的是，关于“进状”制度的表述，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因此需要明确区分。 从语义上看，“进状”一
词固有下级官僚向君主或上级官僚陈述观点之意。 例如《太平广记》卷一九七载：“唐太宗问光禄卿韦某，
须无脂肥羊肉充药。 韦不知所从得，乃就侍中郝处俊宅问之。 俊曰：‘上好生，必不为此事。 ’乃进状自奏：
‘其无脂肥羊肉，须五十口肥羊，一一对前杀之，其羊怖惧，破脂并入肉中。取最后一羊，则极肥而无脂也。 ’
上不忍为，乃止。赏处俊之博识也。 ”[3](P1479)但笔者欲研究的“进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官员向君主进言，而是
指御史弹劾制度中的特殊程序——“进状”制度，不过对此史料依旧有不同的记载。 《唐六典·御史台》载：
“所有官吏百僚如果有违反法律及重大隐瞒不忠诚的行为，御史大夫均有权推究弹劾，如果属于中书门下
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其他司三品以上的官吏，则治书奏进皇帝，并同时报送中书门下省。 ”[4](P378)《唐
六典·御史台》同时载：“过去的制度是：如属弹奏，则在皇帝办公之日，由御史奏报。 自景隆三年以来，都要
先呈书状，听候批示，如果皇帝准奏则可以弹奏，不准则暂停。 ”[4](P379)八重津洋平指出：“对于中央三省的高
官，御史台在弹劾前要把弹劾状送到中书门下，如果中书门下赞同的话，则可以实施弹劾，否则即不能弹
劾。 ”[5](P33)事实上，这两段史文注释的是不同对象。 前者说明了御史大夫的职权，即御史大夫有推劾权。 如果
被推劾的官员是高级别官员，就需要御史大夫向中书门下汇报，反之则否；而后者是对御史弹劾程序的描
述，即御史弹劾官员前要先进状，然后才得以弹劾。 至于官员的品级则与能否弹劾无涉。 此外，“推劾”与“弹
劾”的含义也并不相同。 “弹劾”是御史对官员违法犯罪的事实进行纠弹；“推劾”是对已被弹劾的官员及其所
违犯的事项做进一步调查。 如果没有弹劾，推劾就无从谈起，两者是先后相继的关系，并非同一概念。
二、唐代御史“进状”“关白”制度之历史沿革
探究御史“进状”“关白”制度的原因及影响，有必要对其发展脉络进行一定的梳理。
（一）御史“进状”制度
唐初，御史若发现官员存在违法行为可径行上奏弹劾，但是中宗景龙三年（709 年），时任中书令宗楚
客接受突骑施汗国大将阿史那忠节贿赂，为其出兵讨伐突骑施汗国可汗娑葛，致使娑葛入侵，边境战火重
燃。后监察御史崔琬上奏弹劾宗楚客及亲信的受贿、谋反行为[6](P2010-2011)。然而韦氏专权，宗楚客依附韦后，中
宗有心处置却也只能作罢。 关于这一事件，《隋唐嘉话》“崔琬弹宗楚客”条里也有更加详尽的记录：“崔司
知琬……弹宗楚客之反……帝优之不问，因诏：如弹人必先进内状，许乃可。 自后以为故事。 ”[7](P44)通常认
为，崔琬弹劾宗楚客一案直接导致“进状”制度的产生。
不过令人起疑的是唐玄宗时期的御史大夫崔隐甫弹劾中书令张说一案。开元十四年（726 年），崔隐甫
与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一起上书唐玄宗，弹劾中书令兼尚书右仆射张说勾引术士占星、徇私舞弊、收
受贿赂，张说因此被免去中书令之职。 根据常理推断，崔隐甫等人显然不需要“进状”，否则作为中书令的
张说岂能批准弹劾自己的诉状。 可见“进状”制度成形后并未在每一起弹劾案中适用。
但是唐玄宗统治后期，“进状”被再次强调。 《唐语林》卷八载：“开元末，宰相以御史权重，遂制：弹奏者
·99·
2018 年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先白大夫、中丞，皆通许，又先通状白中书、门下，然后得奏……”[8](P693)；《新唐书·百官三》亦载：“以后，宰相
认为御史权力过大， 建议御史弹劾前要先向御史中丞和御史大夫请示、 汇报， 再将书状递交中书门下
……”[9](P811)。 这里的宰相是指有“口蜜腹剑”之称的李林甫。 李林甫利用唐玄宗怠于政事之机，权倾朝野，排
斥异己。 此时李林甫强调御史弹劾前要“关白”“进状”，实际上也从侧面反映出此前“进状”制度在开元前
期执行效果不佳。
唐肃宗继位后，鉴于开天之际宰相专权的教训，希望御史台发挥监督、控权的职能，这段时期御史弹
劾前无需“进状”“关白”。例如：“管崇嗣为王都虞候，先王上马，[颜]真卿进状弹之。……乃以奏状还真卿。 ”
[6](P2442-2443)本案中颜真卿并未按中宗旧例将弹劾文书事先送达中书门下审核，而是面呈唐肃宗，当面言事。此
外，宪宗朝时元稹的一段自书亦极具说服力：“无何，分莅东都台……予劾之，忤丞相旨。 ”[6](P2954)这段记述证
明元稹弹劾前并未先向中书门下呈递奏状、听候进止，否则忤逆丞相之意的弹文又怎能通过审核。
而从唐后期的其他弹劾案件中也难以见到御史“进状”的描述，例如唐德宗时期，御史中丞韦贞伯弹
劾吏部“吏选不实”，后吏部尚书及吏部侍郎杜黄裳坐削一阶[9](P3562)，其它一系列弹劾案大抵亦是如此。
（二）御史“关白”制度
《通典·职官六》记载：“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弹事，不相关白。”[1](P675)可见
唐初御史弹劾前不必向御史台长官请示批准，即唐初并无“关白”制度。 但是武则天长安四年（704 年），监
察御史萧志忠弹劾宰相苏味道后，时任御史大夫李承嘉责之曰：“最近御史们弹劾官员都不事先请示御史
大夫的意见，这合乎礼法吗？ ”萧志忠答曰：“按照以往的规矩，御史弹劾官员并不需要‘关白’御史大夫，而
且若需要事先征求御史大夫的意见才能弹劾，如果有一天御史需要弹劾御史大夫本人时，又该向谁‘关
白’呢？ ”[1](P675)李承嘉无言以对，只得作罢。但御史弹劾前置程序也呼之欲出，中宗景龙三年（709 年）令：“诸
司欲奏大事……先进，令长官亲押……其御史弹事，亦先进状。 ”[10](P477)这里明确的信息有两点，第一点便是
前文所论述的“进状”。 第二点是各部门奏事前要经各部门长官署名后方可上奏，即“亲押”。 至开元中，
“[崔]隐甫一切督责，事无大小，悉令谘决；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 ”[6](P3278)崔隐甫于玄宗开元十四年（726
年）任御史大夫后要求所有御史无论案情轻重，弹劾前均须向其请示汇报。 若有忤意者将严加惩处。 但此
时还不能说“关白”制度正式确立。 笔者认为，“关白”制度正式确立要到唐玄宗统治后期。 《唐语林》卷八
载：“开元末，宰相以御史权重，遂制：弹奏者先白大夫、中丞，皆通许，又先通状白中书、门下，然后得奏。 从
此，御史不得特奏，威权大减。”[8](P693)不过史料中“关白”制度确立的具体年份均语焉不详，从常理推断，李林
甫刚拜相时地位尚不稳固，应该还没有充足条件拿御史弹劾权来开刀。 开元二十四年（736 年），监察御史
周子谅上书忤旨，被唐玄宗下令痛打于殿庭[6](P139)。 这一事例明显说明周子谅奏事前既没有“关白”，也没有
“进状”，否则忤逆圣意的奏本，不可能通过复杂的审核环节，更不会导致龙颜震怒。 李林甫随即借此召集
御史台官员训话，强调御史不得随意弹劾、进谏，否则将如同在宫廷中胡乱嘶鸣的立仗马一样被逐出朝
堂，从此朝中无人再敢直言谏争。 所以笔者认为“关白”的正式确立和施行，应当不早于周子谅被打事件，
也就是公元 736 年以后。
李林甫病故后，杨国忠专权擅政。 但不久以后安史之乱爆发。 肃宗继位后对御史弹劾制度进行改革。
《唐会要·御史台中》“弹劾”条载：“至德元年九月十日诏：从今往后，御史弹劾官僚不需要与御史大夫共同
署名。”[10](P1066)但到唐代宗统治时期，御史弹劾前又要“关白”了。御史弹劾前必须先获取御史台长官的署名，
然后再由御史台长官向宰相汇报，获得许可才能弹劾。 不过唐德宗继位后，又反对御史弹劾前需要“关白”
大夫、中丞的做法，强调按照唐初旧制行事，于是便有了以下记载：“上[指唐德宗]即位……又令御史得专
弹劾，不复关白于中丞大夫。 ”[10](P1072)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宣布取消“关白”之后，曾有监察御史张著弹劾京兆尹兼御史中丞严郢。但没
过多久，“御史张滂以结交朋党的名义弹劾御史中丞元全柔，这一举动遭到了朝臣的强烈反对，皇帝不得
不下诏，令御史今后不得私自弹劾。 ”[11](P6232)可见唐德宗废除“关白”的诏令并没有使“关白”退出历史舞台。
如唐敬宗时期，侍御史萧彻弹劾御史大夫崔元略，崔元略被免去御史大夫职。 此处显然又不存在“关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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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此后唐代御史弹劾前是否需要“关白”则查无实据，只是到五代乃至北宋时期尚有“关白”的说法。
三、“进状”“关白”原因论
藉由前文论述不难看出，唐代御史“进状”“关白”制度产生时废时续，呈现曲折发展的特点，其产生和
演变的原因值得深入分析。 笔者认为，“进状”“关白”制度的存废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进状”“关白”源于对武则天时期酷吏政治的反思
唐中期以后御史弹劾官吏前增加“进状”“关白”的前置程序，最初源于对武则天时代御史监察的拨乱
反正。 为强化皇权，彻底清除所有潜在的反对者，武则天大量任用酷吏御史，在官僚集团内实施类似于“白
色恐怖”的政治统治。 这些酷吏在武则天的授意下“招集告事数百人，共为罗织，构陷无辜。 ”以至于“推劾
之吏，以深刻为功……泥耳囊头，摺胁签爪，县发燻耳，卧邻秽溺……”[9](P930)实际上，唐律对于讯问囚徒是有
明确规定的：“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拷满不承，取保放之。 ”
[12](P552)但酷吏们不仅目无法制，不分青红皂白即对囚徒实施各种体罚，极尽迫害之能事，甚至连基本的人权
都极端漠视，来俊臣审案时，“不问轻重皆注醋于鼻，掘地为牢，或寝以匽溺，或绝其粮，囚至啮衣絮以食，
大抵非死终不得出……后以铁为冒头，被枷者宛转地上，少迁而绝。 ”[9](P4507)另一名左台侍御史王弘义“暑月
系囚，别为狭室，积蒿施毡罽其上，俄而死”[8](P4507)。 福柯认为：“拷问并不是一种不惜任何代价获取事实真相
的方式，也不是现代审讯中的无限制的拷打。它确实很残忍，但它并不野蛮。它是一种受制约的活动，遵循
着明确规定的程序。 ”[13](P44)但武则天统治时期，酷吏政治大行其道，司法人员对囚徒的拷讯完全不择手段，
是滥用司法权的行为。
从法制的角度看，这些酷吏御史从一开始就不应当存在，更不应当酿成大量惨案。 但在专制政权统治
之下，法律规范往往挡不住专制权力的侵蚀，统治者的意志才是酷吏御史们行动的依据和指南。 在权与法
的斗争中，法律只能屈服于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作用自然得不到有效发挥。 虽然“酷吏在天授以后
开始受到打击，说明了酷吏政治具有暂时性，它是在皇权政治不能正常运作的情况下，适应一时之需而产
生的。 ”[5](P94) 但酷吏政治对武则天治下的政治生态及御史自身的形象都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 长寿元年
（692 年）正月，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若非狄仁杰使诈诱使武则天亲自查察，一干人等早已
按谋反罪处决。 狄仁杰被诬陷下狱时，御史台酷吏王德寿希望其攀连杨执柔入狱，狄仁杰义正言辞地予以
拒绝。此案也让世人看到御史不择手段、目无法制的一面。对于好不容易从武则天手中夺回天下的李唐君
臣来说，对武则天即便不说恨之入骨，也必然要清算其政治责任，与之划清界限。 御史既然曾经为武则天
的恐怖政治立下“汗马功劳”，为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出现，给御史弹劾权加上“紧箍咒”自然成为首选。 “进
状”“关白”的出现看似偶然，但在笔者看来自有唐人反思历史、哀之鉴之之意。
（二）宰相专权使“进状”“关白”制度沦为限制御史弹劾权的工具
宰相作为帝王的股肱之臣，具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地位，掌握着巨大的行政权，因此宰相往
往把持朝政，从而对皇权产生限制甚至是威胁。 因此历代帝王都在思考如何控制相权，从而保证相权在正
常的政治轨道上运行。作为制约相权的主要因素之一，御史弹劾权自然会受到宰相的抵制。御史的监察权
之所以被宰相侵夺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皇权的失势和官僚势力的扩张。 君主是专制政权的灵魂与核
心，君主强势之时，可以随时掌握百官行政的情况，惩治违法犯罪的官员，御史的弹劾权自然也不会受到
限制。 反之则必然造成对官僚集团控制力的下降。 御史本身在职级和可利用的资源上低于宰相甚至是一
般官员，对百官进行监督、弹劾离不开君主的支持和保护，否则一旦遭权贵打击报复，御史本人极难自保。
唐玄宗统治后期渐肆奢欲，不理朝政，李林甫、杨国忠便自专大权，御史若不依附则必遭打压即说明此点。
另一方面，唐王朝的制度设计又使御史的弹劾职能很容易受到相权的削弱。 首先，宰相集团对御史也拥有
监察权。这是统治者控驭官僚集团一种手段，即在官僚集团内部实施分权制衡。相权对皇权固然会构成威
胁，因此需要监察权的制衡；但监察权过分强大，也会导致臣下专权的局面。 所以二者相互制衡、君主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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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对君主最有利。 《旧唐书·职官二》记载：“御史纠劾不当，尚书左右仆射、左右丞兼得弹之”[6](P1239-1240)，他
们实际上也是宰相集团中的一员，说明唐代统治者为避免御史滥用职权，以尚书省监察御史台的弹劾行
为，实现双重监察。
其次，唐王朝特有的中书门下（政事堂）制度也逐步异化为宰相“一言堂”的工具。 中书门下初称政事堂，
唐王朝建立后实行宰相集体负责制，遇有军国大事，在政事堂召开宰相联席会议，决策并出台政令交付执
行。 政事堂起初设于门下省内，门下省在唐代三省制中属于审议机关，其主要官员均系监察官，故而宰相无
从滥用权力。 但到了唐高宗后期，裴炎任中书令时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并以中书令主持政务之名义，为政
事堂秉笔宰相，这标志着唐代中央行政制度开始由群相分工负责制向事实上的首相专政制转化，此时的政
事堂逐渐改变了过去作为宰相议事协调机构的性质，成为宰相裁决政务的实体性常设机关。不仅如此，中书
令以“中书执政事笔”的名义，确立了首席宰相的地位，在行政级别上高于其他诸相，取得了对中书门下的控
制权和对外朝官僚集团的主导权；同时，决策机关凌驾于监察机关之上，使首席宰相在体制上有条件独揽大
权，原先对宰相的监察权也因此削弱。 不仅如此，唐玄宗统治时期，时任中书令张说进行大规模的政治体制
改革，将运行近一百年的“政事堂”更名为“中书门下”。 政事堂创立之初时更多体现为议事协调机构，权力尚
不大，但随着政事堂迁往中书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多的决策职能，中书门下已然全面机构化，其内
部已经形成了职权分明、等级明确、分工协作的有机系统，中书门下列吏、枢机、兵、户、刑礼等五房为僚属即
是明证。中书门下确立后，三省制虽然还存在，但中书门下才是掌握实权的相府。因此，李林甫、杨国忠、元载
等权相有足够的底气把持朝政，要求御史弹劾前须“进状”中书门下便不难理解。
（三）“进状”“关白”在安史之乱后的存废体现了国家权力中心的移转
安史之乱爆发后，“进状”“关白”在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时期时废时续，但唐德宗以后便不见于正
史记载，直至五代、宋初方又见诸史料，对于这一现象，概有以下几点值得探讨。
首先是宰相专权问题在一定时期内还存在。 由于中书门下超然于三省之上，加上安史之乱后国家拨
乱反正的现实需要，相权的政治影响力依然较大。 对御史弹劾工作造成了诸多限制，这种限制一方面表现
为对敢于直言进谏的御史进行报复， 代宗朝时的宰相元载便是典例。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代宗大历元
年》载：“元载专权，恐奏事者攻讦其私，乃请：‘百官凡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 ’仍以上
旨谕百官曰：‘比日诸司奏事烦多，所言多谗毁，故委长官、宰相先定其可否。 ’”[14](P7189)元载因害怕朝臣揭短
便以“进状”“关白”堵塞言路的做法自然引发御史的不满。 颜真卿就上书代宗说：“郎官、御史都是陛下的
耳目。 现在要求御史弹劾前必须先请示宰相，是自己遮蔽自己的耳目，非明智之举。 ”[14](P7189)但代宗偏袒元
载，反将颜真卿贬出京任峡州别驾，可见元载权势之盛。 另一方面，御史往往卷入朝廷党争，为人所利用，
成为朝臣攻讦的工具，对正常的监察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德宗继位初虽然再次强调御史御史弹劾前
无须“关白”大夫、中丞，但很快便不得不恢复。 而党争问题就是导致“关白”时废时续的直接原因。 张著之
所以弹劾御史中丞严郢，实际上就是宰相杨炎的指使，因为严郢“为京兆尹，不附炎”，所以张著弹劾成功
后世人为之不齿。 弹劾前置程序刚废除不久就因为朝臣的强烈抵制而不得不恢复。 而党争问题的长期存
在不仅异化了监察制度，也进一步削弱了唐王朝的国力。
其次，之所以唐德宗以后至五代、宋初，期间史料难觅“进状”“关白”之事例，笔者认为这与国家权力
中心由官僚转为宦官有关。 唐代是宦官制度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司马光认为唐代宦官专权“始于明皇、
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 ”[14](P8598)岑仲勉亦称：“宦官揽权，酿于玄宗，而完成于肃、代、德”[15](P31)到唐德
宗时期，宦官干政逐步制度化、合法化，神策军中尉制、内枢密使制、监军使制等各项制度先后得以确立，
形成了“神策军中尉——内枢密使——监军使”内外相连的稳固的宦官三角势力体系，宦官把持朝廷各项
军政、人事大权。
关于宦官与唐后期政治格局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大量论著，通常认为，由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内有
宰相专权、朋党之争，外有藩镇割据甚至外族入侵，可谓内忧外患。 这种情形下皇帝对文臣、武将皆失去信
任，因此宠幸宦官，进而使宦官把持朝政，并导致相权与皇权的旁落。 这一范式的运用在阐释唐中后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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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理过程中的各种现象时极为普遍。 但陆扬认为：“这一认知最大的问题在于未能认识到制度化的皇帝
权威的巨大象征意义和积极作用，而这在我看来才是唐后期政治局面得以维持的秘诀之一。 ”[16](P6)所谓制
度化的皇帝权威，便是指皇权须藉由一定的机构与人员方可彰显，非皇帝一人乾纲独断所能为之。 此处的
机构与人员在中晚唐的政治格局下就体现为内廷机构与宦官。 也就是说，宦官独揽朝权、侵夺相权，并不
仅仅是皇帝个人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维持国家机器运行的必由之路，抑或无奈之
举。 宦官本质上要依附皇权才能生存，因此宦官自然希望皇权能够压制外朝官僚，从而保障自身的利益；
而皇帝为了维护自身的独尊地位，自然倚重宦官，这是由专制政权的基本特征决定的。 陆扬指出：“正是在
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和重重危机之时，以唐德宗和宪宗为代表的君主认识到通过中央官僚系统传达的朝
廷权威已不足以产生预期的效应， 原因是中央官僚系统和挑战的主要来源——地方藩镇体制——之间，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仅仅依靠这一种政治权威的传递方式，一旦受到对方的抗拒，朝廷就会陷入被动
的状态，这种被动甚至会引发更大的政治危机。 ”[16](P7)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如此，皇权与文官集团间的矛盾同
样如此。 “进状”“关白”制度正是宰相专权的体现。 同时，中唐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种种变革，国家面临
的治理任务迥异于唐前期，就“行政有效性的角度而言，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局面下，也需要建立一种新的
权威体制来加以弥补。 ”[16](P7)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一套能够有效体现君主意志，确保决策、政令畅通的新
的国家权力运作体系便势在必行。
基于这样的原因，自唐德宗时起，一个以制度化皇帝权威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应运而生，这种新政治秩
序使包括藩镇在内的群臣吏民直接对皇帝负责而非朝廷，皇帝个人当然无法事必躬亲，代表这一政治秩序
的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廷权力系统。例如“元和八年六月，罚吏部郎中张惟素一月俸料，惩慢官也。吏部素以
郎中主印。时房启除桂管观察使，其本道邸使，潜赂印史，得印启官诰，飞递送之。及上命中使赐启官诰，畏使
者邀重赂，乃戏曰：‘先五日得之矣。 ’中人绐请视之，因怀归以进，既而令都省覆讯，罚郎中而杖令史。 ”[10](P1006)
又如贞元年间伐淮西吴少诚之事，吴少诚“知王师无能为，致书币以告监军，愿求昭洗。 ”[6](P2895)内侍省职能
的强化最终形成独立的宦官内廷系统并逐步控制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和外朝文官集团分庭抗礼乃至于压
制外朝官僚，职是之故，内朝系统以皇帝私人的名义与外朝系统共同处理军国事务的模式也就确立起来。
事实上，这一模式与东汉以来“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中唐以降，皇帝倚重之人由近
侍文官进一步转化为近侍宦官而已。 “双方各自的职能根据新的情势作出相应的调整，两者的权力平衡最
终要靠皇帝来维系”[16](P7)， 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宰相专权的可能性， 作为宰相专权的产物——“进状”“关
白”制度，自然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这是御史弹劾制度在唐后期政治格局演化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笔者认为，在这一新政治秩序的背景下，虽然宦官表面上并未侵夺御史的弹劾权，更与“进状”“关白”
程序的存废无涉，然而宦官凭借这一套权力运行机制，一步步控制国家行政、司法、监察乃至经济大权。 御
史弹劾制度针对的是文武百官而非皇帝，而宦官是皇帝的代表，弹劾制度自然不针对宦官。 而皇帝已有宦
官凭借新政治秩序控制中央及地方政局，对宰相的需求亦大幅下降，玄宗朝时将朝政悉数委托李林甫、杨
国忠的情形不再可能发生。 史籍载宦官“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14](P7919)。 文官集团自然不甘
心为宦官所辖制，欲以政变形式铲除宦官集团，随即引发“甘露之变”。 政变失败后，包括御史台官属在内
的受株连被杀的朝臣达一千多人，自此“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14](P7919)。 甘露之变后，宦官完
全左右政局，南衙各级官员几成木偶。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状”“关白”的存废自无必要争论。 因为此时南
衙文官只能唯北司宦官马首是瞻。 宰相没有必要以“进状”“关白”限制御史弹劾，御史亦没有必要进一步
争取弹劾权限。 直到唐王朝灭亡，中古内侍参政之制告一段落，官僚系统恢复正常运作之后，“进状”“关
白”问题才得以重新提出、争论，皇权与相权的新一轮博弈才得以进行。
“进状”“关白”制度的兴废，充分体现出唐代御史监察制度乃至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复杂性，其因宰
相专权而兴，因宦官专权而衰，本质上反映出唐王朝权力格局的变化。 在传统社会，监察制度和其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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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一样，依赖于皇权的支持。 御史既是“人君之耳目”，同时也是官僚集团的一部分，这也就决定了御史
乃至整个国家监察体系的不独立性。若皇帝支持御史，则御史弹劾不存在较多的阻碍。若皇帝政治素质减
弱，官僚制度走向反动，则监察制度不再稳定，御史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深受其害。 因
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下，在权力体系的建构上要坚持监察独立的原则，充
分发挥监察机关制约和监督行政权的作用；在监察对象上要加强对于特殊权力主体的监督，如此方可更
好地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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